财政激励与消失的女性 by 梁若冰
第１８卷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１月
经 济 学 （季 刊）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８，Ｎｏ．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财政激励与消失的女性
梁若冰＊
　本文利用县级数据分析了２００５年农业税改革对基层政
府财政收入的影响，并讨论了后者对辖区居 民 生 育 行 为 的 影 响，发
现税改导致农业税较高地区０—４岁男女性别比相对于较低地区出现
显著上升。该结果通过了共同趋势、证 伪 与 安 慰 剂 检 验，并 在 利 用
替代控制组、替代解释变量以及考虑漏报影 响 时 仍 然 保 持 稳 健。此
外，本文在机制分析中发现了财政压力上升、生 育 率 下 降 与 生 育 选
择增加的证据。最后，本文通过检验排除了竞争性假说的影响。
　财政激励，消失的女性，农业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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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 （Ａｍａｒｔｙａ　Ｓｅｎ）最早提出了 “消失的
女性”现象，他发现东亚国家的 男 女 性 别 比 显 著 高 于 欧 美，如 果 按 照 后 者 的
比例，前者的女性人数至少会少１亿人。他以中国为例，分析了造成性别比
失衡的原因，认为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女性的比例
出现大幅下降，加剧了性别比失衡的情况 （Ｓｅｎ，１９９０）。遗憾的是，森 并 未
对其观点进行系统论证，但他提出的重要问题引发了经济学家与人口学家的
浓厚兴趣，并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目前关于性别比的研究，主要从四个
方面进行阐述：文化、经济、生理与政策。
首先，“重男轻女”的传统往往根植于文化中。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儿子
被认为是家族传承的重要工具，因而在祖先崇拜与宗教仪式中扮演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 （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４）。尽管随着经济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这种传统
在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例如，
印度北部地区以及上层种姓家庭的性别比失衡情况更严重，而且，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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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儿子与父母 住 在 一 起 的 情 况 也 更 普 遍 （Ｄｙ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ｏｒｅ，１９８３）。不
过，这种文化的形成与经济因 素 有 密 切 关 系，中 国 文 化 中 “养 儿 防 老”的 传
统就解释了儿子与父母居住的经济动因。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ｅｕｎｇ （２０１０）发 现
在中国政府建立农村养老保障项目之后，父母找到了养儿防老的替代品，从
而降低了生儿子的期望。
其次，经济因素可能是形成文化传统的重要力量。事实 上，女 性 地 位 与
其劳动参与情况密切相关。Ｘｕｅ（２０１５）发现中国传统产棉地区的女性因其较
高的劳动参与率而获得相 对 较 高 的 社 会 地 位；Ｑｉａｎ （２００８）也 发 现 中 国 种 茶
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女性比例下降幅度小于非种植地区，其原因在于茶叶作
为与女性密切相关的作物其经济价值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体现。相反，Ａｌｅｓ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发现传统上使用耕犁的地区，较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导致其较
低的社 会 地 位。无 独 有 偶，最 近 关 于 印 度 尼 西 亚 与 赞 比 亚 的 研 究 （Ａｓｈｒ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政府大规模兴建学校的政策会显著提升
有彩礼传统地区的女孩受教育水平，表明女孩家庭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回报成
正比。印度女性 婚 后 地 位 与 其 娘 家 提 供 的 嫁 妆 显 著 正 相 关 （Ｂｌｏ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ｏ，
２００２；Ａｌｆａｎｏ，２０１７），可见女性地位与其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益成正比。
再次，Ｏｓｔｅｒ（２００５）将生理因素引入了对性别比失衡现象的分析，她发
现东亚地区较高的 乙 肝 病 毒 携 带 者 的 比 例 能 够 解 释 妇 女 生 育 的 性 别 比 失 衡。
但这一观点遭到了广泛质疑，并最终被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ｕｏｈ （２００８）利用台湾地区
数据进行的研究所证伪，他们发现乙肝病毒的影响在生育顺序面前是可以忽
略的。
最后，近期研究开始针对政策或技术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大陆地 区 的 计
划生育政策。如Ｅｂｅｎｓｔｅｉｎ （２０１０）发现在对违反 “一胎化”政策惩罚较严厉
的地区，性别比失衡较严重；而Ｈｕ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发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
以后自报的双胞胎有１／３归因于计划生育罚款，人们通过虚报和使用药物等
方式来规避这种罚款；而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发现，Ｂ超的引入可以解释一
半的中国性别比失衡，当然其背景也要归结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性别选择
行为。在中国台湾地区，在实施堕胎合法化之后性别比失衡的原因由抛弃女
婴变为生育前性别选择 （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由此可见，上述关于性别比失衡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 是 对 其
产生根源的讨论，另一类是对影响其变化的外生冲击的分析。目前大部分研
究属于第二种类型，即讨论外生的政策、技术冲击对性别比的影响，本文也
是从政策冲击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就目前来看，性别比失衡的情况在中国
仍然严重，尤其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这一背景下，我们更加无法忽视人口年
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双重失衡对经济与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性别比严重失衡
首先危害社会稳定，会显著提升男性婚姻压力，并可能导致犯罪率尤其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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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的上升。本文从政府的财政政策方面解释了性别比失衡，利用２００５年
农业税改革对地方县乡政府造成的收入压力，解释了地方居民的性别选择行
为。本文主要贡献包括：第一，提供了考察性别比失衡的 新 视 角；第 二，为
性别选择寻找外生的政策冲击；第三，间接分析了公共政策变动对政府行为
的影响。
二、农业税改革与财政压力下的生育行为
农业税改革 肇 始 于２０世 纪 末，基 于 当 时 农 民 负 担 过 重、乡 村 政 府 乱 摊
派、乱收费的情况，中央决定开始进行农业税改革。２０００年年初，安徽开始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于２００３年在全国范围推开。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取消烟叶税以 外 的 农 业 特 产 税、屠 宰 税、乡 统 筹 和 村 教 育 集 资 等 收 费 项 目，
并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改革后乡村收费项目大多被取消，因而中央政
府采取两项 措 施 以 弥 补 地 方 财 政 缺 口：一 项 是 将 农 业 税 税 率 由３％提 升 至
７％，并开征农业税附加；另一项是中央财政开始向地方发放 “农村税费改革
转移支付”。上 述 过 渡 政 策 很 快 被２００４年 开 始 的 取 消 农 业 税 改 革 所 代 替，
２００５年年底有２８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其他３个省份农业税税率也降到２％
以下，并最终于当 年 年 底 召 开 的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会 议 上 决 定，
自２００６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税与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１
从图１可知，税改前农业税的特点是正税并非收入的全部，与其 关 联 的
附加税或预算外的非正规收 入 也 是 财 政 收 入 的 重 要 的 来 源 （周 飞 舟，２００６）。
取消农业税，尤其是与农业税基本相当的乡镇统筹收入的逐年下降，是县乡
财政在税改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从总量上可以
弥补税改造成的收入空缺，但从地区结构与层级结构看，中西部地区与基层
乡村自营收入能力大幅下降，乡镇财政面临着巨大压力。财政压力下地方政
府可能通过改变其行为模式 来 弥 补 收 入 损 失。聂 辉 华 （２００６）通 过 构 建 多 任
务委托代理模型，发现当乡镇政府在获取财政收入方面的各种努力可以相互
替代时，取消农业税可能会导致其在其他领域的寻租行为。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谢
贞发等 （２０１７）从两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取消农业税后地方政府的 “攫取之手”
与 “援助之手”，前者发现税改导致的财政压力增大了税收征管力度，而后者
则发现地方政府通过促进当地工业发展来增加财政收入，但同时造成了更严
重的环境污染。
事实上，除了在税内收入上做文章，地方政府在其他收入方面的 努 力 也
不可忽视，尤其是县、乡镇政府在缺乏其他税源的情况下，过度依赖计划生
１ 王观芳，“农 业 税 的 发 展 过 程 及 取 消 的 必 要 性”，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ｂｍｚｚ／ｎｏｎｇｙｅ／２００５－
１２／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３８３７４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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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业税改革前后的农业税与非税收入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１—２００８年。
　
育社会抚养费等非税收入来解决财政问题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社会抚养费
征收依据来源于国务院颁发的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而财政部的 《政
府收支分类科目》进一步规定该项收入应属于非税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项目。从图１中的 行 政 事 业 性 收 费 增 长 趋 势 可 知，税 改 后 的２００５年 和２００６
年两年，该项金额分别大幅增长了６５０亿元和８２３亿元，远远超过同 期 农 业
税、农业特产税以及乡镇统筹等收入削减的幅度。
据媒体报道，县级政府会向乡镇政府下达当年的计划生育抚养费征收任
务，而后者又会将该任务向各村村委会进行分派，由其具体实施、执 行。通
过层层加码征收到的款项会有七成以上，最高甚至超过九成最终返还乡镇政
府，因而基层官员对于获取这项收入有很强的激励。为此，乡镇政府在征收
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时除了增大征收力度与惩罚力度外，还会扩大征收范围，
如将早婚、私婚也纳入罚款范围。不仅如此，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采取 “放水
养鱼”的措施：计生干部并不禁止超生行为，而是提高罚款额度，或者干脆
通过出售超生指标获取额外收入。对于地方居民来说，其生育行为的约束条
件面临两个方 面 的 变 化：一 是 超 生 难 度 减 小 了；二 是 超 生 罚 款 力 度 增 大 了。
我们可以利用典型家庭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来描述上述变化的影响，假定家庭
的消费函数为ＣＥＳ函数，其效用最大化行为可写作：
Ｍａｘ　Ｕ＝［Ｃρ＋（ｎｑ）ρ］
１
ρ，
ｓ．ｔ．ｙ＝Ｃ＋ｐｎ ＋ｐｑ ， （１）
其中，Ｃ为其他商品消费组合，ｎ为生育子女数量，ｑ为子女中男孩比例，ρ
为替代弹性，满足ρ＞１；ｙ为家庭总收入，为简化分析，设商品组合价格指
数ｐＣ＝１，ｐｎ与ｐｑ分别为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与性别选择成本。对于该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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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式 （１）体现了两层含义：一是子女是消费品，而非投资品；二是家庭
只偏好男孩，对性别构成多样化没有偏好２。根据最大化一阶条件，可以获得
最优生育数量ｎ＊ 与男孩比例ｑ＊，并可求出两者对于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的
自价格效应与交叉价格效应，分别为：
ｄｎ＊
ｄｐｎ
＝
－（ｎ＊ｒ＋１＋２ｎ＊ｐｒｑ）
（ｒ＋１）ｐｎ ＊ｒ＋２ｐｎｐｒｑ
；ｄｑ
＊
ｄｐｎ
＝
ｒｑ＊ｒ＋１
（ｒ＋１）ｐｎｑ＊ｒ＋２ｐｒ＋１ｎ
， （２）
其中，ｒ＝ρ／ （ρ－１）＞０，可 知ｄｎ＊／ｄｐｎ＜０，ｄｑ＊／ｄｐｎ＞０。基 于 式 （２），
我们可提出如下假说：当家庭面临增长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时，会降低均
衡生育数量，并通过性别选择提高男孩比例。不过，需要补充的一 点 是，上
述分析并 不 意 味 着 中 国 人 口 性 别 比 会 随 着 农 业 税 改 革 而 上 升，这 与 Ｑｉａｎ
（２００８）文中描述的情形类似，后者阐述的种植茶叶地区女性比重并未随改革
开放而上升，只是下降的幅度小于非种茶地区而已。从图２可知，农业税改
革前后中国男性人口比重的总体变化趋势是下降的，因此本文讨论的问题可
能是税改冲击较大地区相对于较小地区性别比下降幅度较小，而非上升幅度
较大。
图２　农业税改革前后的男性人口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１年。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分析
上述假说中，我们关心的是生育成本如何影响男女性别比，因此 主 要 利
用如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２ 此处对家庭偏好的假定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并不完全符合现实情况，而且这一设定也未考虑不同
收入家庭的异质性偏好，对于后者本文将在异质性分析中讨论现实中不同收入地区对税改冲击造成 的
超生罚款增加的异质性响应，作者感谢审稿人指出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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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ｒ０＿４ｉｔ＝α＋βａｒｇｔａｘｉ×ｐｏｓｔｔ＋γＸ＋ηｉ＋λｔ＋μｉｔ， （３）
其中，被解释变量Ｓｅｘｒ０＿４ｉｔ为县级地区ｉ在ｔ期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的０—
４岁人口男女性别比，ａｒｇｔａｘｉ为县级地区ｉ在２００３年的农业税税额，ｐｏｓｔｔ为
是否为农业税改革后的虚拟变量，２０１０年为１，２０００年为０；Ｘ 为控制变量
向量，包括县级地区总人口性别比 （ｓｅｘｒａｔ）、户均人口数 （ｐｏｐｕｐｈｈ）、少数
民族人口比例 （ｍｉｎｇｒｏｕｐ）、非农人口比例 （ｎｏｎａｇｒｉ）、农业产值 （ｆｉｒｓｔｉｎｄ）、
人均ＧＤＰ （ｐｃｇｄｐ）、人口密度 （ｐｏｐｄｅｎ）等；ηｉ、λｔ分 别 为 个 体 固 定 效 应 与
时间效应；μｉｔ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各县级地区对超生行为的处
罚力度，只能采用各地区因税改而造成的农业税收入损失来表示其承受的财
政压力，因此式 （３）中的β是我们最关心的估计参数，因其捕获了农业税对
各地区在税改前后性别比变化的处理强度。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采用的农业税强度变量为总量指标，而非农 业 税 占
税收收入 的 比 例 （Ｃｈｅｎ，２０１７）或 人 均 农 业 税 指 标。之 所 以 采 用 总 量 指 标，
是基于农业税及其附加收入以及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是乡村财政主要收入来
源这一事实，因此县以下而非县级地方政府应更有激励通过计生罚款来弥补
农业税损失。不仅如此，根据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６），中国各地区的县级地方政府有
着很强的同质性，无论人口多寡，县、乡镇各级政府的财政供养人口规模都
是类似的，因而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规模导致较低的人均负担，而欠发达地
区的人均负担则相对较高，这种差异可利用总量指标予以体现。因此，本文
在回归部分 主 要 采 用 农 业 税 总 量，并 辅 之 以 乡 镇 平 均 农 业 税 作 为 主 要 考 察
变量。
式 （３）的模型设定中，最 关 键 的 部 分 是 分 别 控 制 了 地 区 与 时 间 固 定 效
应，因而利用 农 业 税 与 税 改 虚 拟 变 量 的 交 叉 项 估 计 出 的 就 是 类 似 双 重 差 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的处理效应，只是以处理强度的形式捕获了
农业税差异的影响。这样设置模型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有效地处理内生性问题：
只要能够满足农业税税改政策的外生性条件，以及不同地区在税改前存在共
同趋势，那么我们采用处理强度估计策略就是可行的。因此，在稳健性检验
部分，我们将利用５—９岁人口的性别比进行共同趋势检验，因为这一群体的
出生年份分别 为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与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均 为 农 业 税 改 革 之 前 的 年
份，不应受到税改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利用市辖区样本与增值税分别进
行证伪检验与安慰剂检验，以排除非农业税影响的可能性。图３展示了２００３
年县级农业税征收额与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各县级地区０—４岁男女性别比
变化之间的关系，从中可知无论全体样本 （图３ａ）还是农业税征收额一亿元
以内的县级样本 （图３ｂ），两者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本文实证部分采用的数据主要包括县级与省级两类指标，前者包括人口
普查数据、财政 收 入 数 据 以 及 中 小 学 在 校 生 数 据，主 要 进 行 基 准 模 型 估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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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农业税与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男女性别比的变化
　
稳健性检验以及大部分影响途径分析；对于后者，由于缺乏县级计划生育手
术数据，因此本文只能采用省级数据进行该部分的途径分析。从数据来源看，
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的人口、家庭与教育数据分别来
自 《２０００人口 普 查 分 县 资 料》与 《中 国２０１０年 人 口 普 查 分 县 资 料》；第 二，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７年的财政收支与转移支付数据分别来 自 各 年 的 《全
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第三，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各县中小学在校生人数以
及粮食产量数据分别来自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年的 《中国县 （市）社会经济统计
年鉴》；第四，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的省级计划生育手术数据来自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
《中国卫生 统 计 年 鉴》；第 五，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 的 省 级 控 制 变 量，包 括 性 别 比、
人口与财政收入数据分别来自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３
四、计量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基准回归中，我们主要以２００３年的农业税征收额 （ａｇｒｔａｘ）作为处理
强度，观察其对县级地区２０００年与２０１０年０—４岁人口，即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出生人口性别比 （ｓｅｘｒ０＿４）变动的影响。为了处理不 同 地 级
市各自发展趋势的影响，本文 还 控 制 了 “地 级 与 时 间 固 定 效 应”的 方 式，即
加入地级市虚拟变 量 与 时 间 虚 拟 变 量 的 交 叉 项。本 文 还 利 用 全 样 本 进 行 相
关分析，不但直接考 察 税 改 对０—４岁 男 女 性 别 比 的 影 响，而且还利用县级
单位 （ｃｏｕｎｔｙ），即 “县＋县级市”作为处理组，以市辖区作为控制组，观察
对农业税收依赖较大地区相对较小地区性别比变化的差异。基准回归结果列
于表１中。
３ 因篇幅所限，本文并未用表列出上述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量，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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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农业税改革与人口性别比
县＋县级市 县＋县级市＋市辖区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４２９＊＊＊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３６）
ｐｔａｒｇｔａｘ×ｐｏｓｔ　 ０．３１６５＊＊＊
（０．１１６０）
ｃｏｕｎｔｙ×ｐｏｓｔ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５）
ｓｅｘｒａｔ　 ０．３５７０＊＊＊ ０．１８２０＊＊＊ ０．１８８８＊＊＊ ０．２９８０＊＊＊ ０．３１１０＊＊＊ ０．２１１０＊＊＊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６９１）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５２８）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４４９）
ｎｏｎａｇｒｉ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１４８ －０．１２９０＊＊＊ －０．１２３０＊＊＊ －０．１１５０＊＊＊
（０．０５４３）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５４７）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２７２）
ｍｉｎｇｒｏｕ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ｐｏｐｕｐｈｈ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０６）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７７） （０．００９５）
ｆｉｒｓｔｉｎｄ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１１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６）
ｐｃｇｄｐ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９）
ｐｏｐｄｅｎ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ｃｏｎｓ　 ０．８６８０＊＊＊ ０．９７２０＊＊＊ ０．９６３５＊＊＊ ０．９３８０＊＊＊ ０．９２７０＊＊＊ ０．９７７２＊＊＊
（０．０８８３） （０．０９０２）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６７１） （０．０６７７） （０．０６３５）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级与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３　６０７　 ３　６０７　 ３　４１７　 ４　９７２　 ４　９７２　 ４　９７２
组内Ｒ２　 ０．０６８　 ０．５９２　 ０．５９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６　 ０．５１２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从表１的估计结果可知，对农业税依赖较大的县级地区，取消农 业 税 对
于０—４岁人口的男女性别 比 均 有 显 著 的 推 动 作 用。由 第 （１）、第 （２）列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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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县级地区每取消万元农业税导致０—４岁人口中百名女孩对应男孩数量增
加２．３７—４．２９个，男孩比率上升０．７８％。由第 （３）列可知，每万元乡镇平
均农业税 （ｐｔａｒｇｔａｘ）的取 消，将 导 致 百 名 女 孩 对 应 男 孩 数 量 增 加３１．７个。
在第 （４）列和第 （５）列的总体样本中，取消农业税的作用稍小于县级地区，
原因在于城市地区对于农业税依赖度较低。相对于市辖区，税改使县级地区
每一百个女孩 对 应 男 孩 数 量 增 加０．８４个。不 过，当 我 们 在 第 （６）列 控 制
“地级与时间固定效应”时，每一百个女孩对应男孩数量将增长２．４４个。当
然，由于县级地区对于农业税的依赖也有很大差异，而全样本估计只是将县
级地区处理效应视 为 同 质，因 此ＤＩＤ估 计 只 是 辅 助 说 明 取 消 农 业 税 的 影 响，
无法确切反映农业税处理强度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接下来将进行一系列相关 检 验。首
先，对于ＤＩＤ估计，共同趋势是其能否顺利实施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利
用其他年龄段 （５—９岁）人口性别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考察在农业税改革
之前人们是否存在源于农业税的性别选择行为。其次，我们以城市地区作为
考察对象进行证伪检验，其基本逻辑是：若农业税改革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而
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那么在对农业税依赖度不高的城市地区，人们的生育
行为不应受到农业税的影响。再次，本文还以２００３年增值税 （ｖａｔ）替代农业
税进行安慰剂检 验，其 目 的 是 排 除 农 业 税 恰 好 捕 获 其 他 税 种 影 响 的 可 能 性。
最后，本文利用替代控制组进行估计，即仍以２０１０年０—４岁人口做处理组，
但控制组改为当年普查的５—９岁人口，目的是排除两次普查实施差异造成的
估计偏误。
而且，本文基准估计中的农业税变量并未考虑上级对于县级政府的税改
相关补助，尽管该项转移支付并不能完全弥补乡村财政的收入损失，但仍可
部分缓解地方的财政困境。因此，我们根据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设置了农业税冲击
变量 （ａｇｒｔａｘｓｈｏｃ），以便考 察 取 消 农 业 税 对 县 级 地 方 政 府 带 来 的 收 入 冲 击
（见图４）。具体而言，农业税冲击以２００３年农业 税 （ａｇｒｔａｘ０３）加 税 改 补 助
（ａｇｒｔｒａｎ０３）减去２００５年农业税 （ａｇｒｔａｘ０５）与税改补助 （ａｇｒｔｒａｎ０５）而得，
即ａｇｒｔａｘｓｈｏｃ＝ａｇｒｔａｘ０３＋ａｇｒｔｒａｎ０３－ａｇｒｔａｘ０５－ａｇｒｔｒａｎ０５。可知由于 “捕蝇
纸效应”４的存在，将税改补助全部加入可视为税改政策对乡村财政 收 入 逆 向
冲击的下限。
４ “捕蝇纸效应”是指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带来的支出增加，超过同等数量的地方税收增长带来
的效应，在此情况下转移支付会导致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张，而无法降低地方居民的税负水平 （Ｉｎｍａｎ，
２００８）。在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中，上 级 政 府 更 容 易 控 制 中 央 的 转 移 支 付，从 而 也 可 能 出 现 类 似 的 情
况。本文讨论的应是不存在该效应时的情形，因而可被视为税改对乡村财政逆向冲击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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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农业税冲击与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男女性别比变化
　
此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或瞒报：在１９８２年第三次人
口普查后的历次普查中，０—４岁人口存在较严重的漏报或瞒报现象 （李若建，
２０１３），若漏瞒报的女婴数量多于男婴，而计生政策较严厉地区该现象可能更
严重，那么将会导致农业税对性别比估计系数的高估。从图５ａ可知，２０００年
人口普查中０—４岁人口确实存在明显的漏瞒报，而且其严重程度与农业税规
模正相关。图５ｂ进一步显示了漏瞒报的性别倾向及其对性别比变动的影响，
可知２０００年的真实性别比小于报告性别比，即漏瞒报主要出现在女孩身上。
同时，漏瞒报偏差与两次普查性别比变动正相关，说明这种漏瞒报会导致对
０—４岁男女性别比变动的高估。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农业税与漏瞒报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图５ｃ显示了农业税与漏瞒报中性别偏差的关系，纵轴数值越小
表明男孩漏报越多，可知农业税收入较高地区的男孩漏报较多，因此基准回
归估计出的处理效应不会因漏报而削弱。
针对漏瞒报问题，本文采用如下方 法 进 行 处 理：以２０１０年０—４岁 （即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出生）人 口 做 处 理 组，１０—１４岁 （即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出 生）人
口做控制组。由图５ｄ可知，将控制组样本替换成２０１０年普查的１０—１４岁人
口后，农业税规模仍与性别比变动正相关，从而并未改变图３与图４显示的
基本结果。此处应当注意的是，上述方法只能解决２０００年０—４岁 人 口 漏 瞒
报情况，而无法处理２０１０年普查的漏瞒报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进一
步构造并控制了漏瞒报强度变量 （ｍｒｇａｐ），以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４岁性别比减去
２０００年０—４岁性别比表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五普”）漏瞒报
强度，将其与时间变量的交叉项加入估计方程，该估计系数可以捕获那些更
倾向漏报瞒报地区随时间变化的漏报瞒报趋势的影响。
表２为本文稳健性检验的估计结果，其中第 （１）— （３）列分别 为 共 同
趋势、证伪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可知农业税或增值税与税改虚拟变量
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税改之前出生人口性别比不受税改政策的
影响，对农业税依赖较弱的城市地区也不受税改影响，而且农业税改革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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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农业税、２０００年漏瞒报与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男女性别比变化
　
并未捕获其他税种的影响。第 （４）列 展 示 了 以５—９岁 人 口 性 别 比 作 为 控 制
组的估计结果，可知农业税冲击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此外，第 （５）列中考
虑税改补助的估计结果高于初始估计系数，说明２００３年农业税完全取消之前
相关配套补助就已经相当可观，因而考虑补助的地方财政收入在税改后可能
降低得更多。第 （６）列中以２０１０年１０—１４岁人口性别比做控制组的估计结
果出现显著增加，说明五普漏报现象十分严重。当把漏报强度 与 税 改 交 叉 项
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时，第 （７）列 中 税 改 估 计 值 出 现 了 上 升。这 一 方
面说明五普中漏报 的 女 婴 多 于 男 婴，另 一 方 面 说 明 女 婴 漏 报 严 重 程 度 与 农
业税收入是负相 关 的，因 此 即 便 考 虑 漏 瞒 报 的 影 响，税 改 估 计 参 数 也 不 会
出现下降。
表２　稳健性检验
共同趋势 证伪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代控制组 替代变量 漏瞒报处理
５—９岁样本 市区样本 增值税
５—９岁
控制组
考虑农业
税补助
１０—１４岁
控制组
控制漏瞒
报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８１０＊＊＊ ０．０３７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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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共同趋势 证伪检验 安慰剂检验 替代控制组 替代变量 漏瞒报处理
５—９岁样本 市区样本 增值税
５—９岁
控制组
考虑农业
税补助
１０—１４岁
控制组
控制漏瞒
报强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ｖａｔ×ｐｏｓｔ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８５）
ａｇｒｔａｘｓｈｏｃ×ｐｏｓ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９６）
ｍｒｇａｐ×ｐｏｓｔ　 ０．１９４８＊＊＊
（０．０２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８５２　 １　４１６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组内Ｒ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４９　 ０．２６２　 ０．０５３　 ０．４１３　 ０．０９３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总人口性别比、户均人口数、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农业产值、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三）收入异质性分析
本文的基本假说建立在地方政府与居民均为理性人的基础上，那么对于政
府为弥补财政收入而实施的 “放水养鱼”行为，居民家庭收入差异会导致其响
应能力的差异：高收入家庭若有男孩偏好，则可以通过缴纳罚款而额外生育；
低收入家庭则无能力通过缴纳罚款来满足男孩偏好。５因此，我们可以利用收入
差异考察家庭对税改冲击响应能力的异质性。当然，由于本文进行的是县级加
总分析，因此只能利用县级而非家庭层面数据进行考察。具体的分析包括以下
三种策略：第一，在县级样本里利用国家级贫困县 （ｐｏｏｒ） （以下简称 “国贫
县”）与农业税收入及税改虚拟变量做三重差分 （ＤＤＤ）估计；第二，在县级
样本中对人均ＧＤＰ与农业税收入及税改虚拟变量做交叉项估计；第三，在全样
本里，对县级地区虚拟变量与税改虚拟变量以及人均ＧＤＰ做交叉项估计。以第
二种设置为例，我们可以写作如下估计方程：
５ 事实上，本文还考察了税改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来判断后者是否因增收而缓解计生罚款对性别比的影
响。结果发现尽管农村人口人均农业收入与粮食产量都出现了增长，但对缓冲税改对性别比的影响没有
显著作用。因篇幅所限，本文并未列出相关回归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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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ｒ０＿４ｉｔ＝α＋β１ａｒｇｔａｘｉ×ｐｏｓｔｔ＋β２ｐｏｓｔｔ×ｐｃｇｄｐｉｔ＋β３ａｒｇｔａｘｉ×ｐｃｇｄｐｉｔ
＋β４ａｒｇｔａｘｉ×ｐｃｇｄｐｉ　ｔ×ｐｏｓｔｔ＋γＸ＋ηｉ＋λｔ＋μｉｔ． （４）
式 （４）中，ｐｃｇｄｐｉｔ为ｉ县的人均ＧＤＰ，其他变量含义同式 （３）。对于第一
种设置，我们可以将式 （４）中的人均ＧＤＰ换成贫困县变量 （ｐｏｏｒｉ）进行估计，
第三种则将式 （４）中的农业税收入换成县级地区虚拟变量 （ｃｏｕｎｔｙｉ），估计方
程均与式 （４）类似。无论采取哪种模型，我们感兴趣的均为三阶交叉项的估计
参数β４，因其捕获了收入水平对农业税冲击的响应。具体而言，若人均ＧＤＰ估
计参数的符号显著为负，或国贫县估计参数符号显著为正，则表明高收入地区
能够显著缓解税改对男女性别比失衡的促进作用，反之则有加剧性别比失衡的
作用。由表３的估计结果可知，较高的收入水平能显著缓解性别比失衡。其中，
国贫县相对于非国贫县，每取消万元农业税会使每百个女孩对应男孩数量增加
１３．２个；人均ＧＤＰ每增长一万元，每取消万元农业税将导致每百个女孩对应男
孩数量减少３．４６个，同时造成县级地区相对于市辖区男孩数量减少０．８１个。
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的确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能是税改影响居民生育行为
的主要机制。
表３　收入异质性分析
国家级贫困县 人均收入
（１） （２） （３）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ｐｏｏｒ　 ０．１３２０＊＊＊
（０．０３８４）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ｐｃｇｄｐ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０８９）
ｃｏｕｎｔｙ×ｐｏｓｔ×ｐｃｇｄｐ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５　２２６
组内Ｒ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４７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总人口性别比、户均人口数、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农业产值、人口密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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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途径分析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以观察到农业税改革对男女性别比的影响的确支持
了理论假说，但并未涉及其影响途径。农业税改革对性别比的影响主要通过三
个环节进行：一是取消农业税导致地方政府收入下降；二是地方政府寻找替代
性收入来源，如计生罚款；三是地方居民面临较高的计生罚款，从而降低生育
率，提高性别比。
（一）税改对政府收入的影响
首先，本文将讨论税改对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仍采用处理强度
估计，主要解释变量为税改前农业税收入与税改变量的交叉项，被解释变量为
代表政府收入的系列变量，包括总转移支付 （ｔｏｔｔｒａ）、农业税与转移支付之和
（ａｇｒｔａｘ＋ｔｏｔｔｒａ）、一般预算中税收收入的比重 （ｔａｘｓｈａ）。之所以选择上述指标，
一方面是为了考察税改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侧面了解税改后地方政府在
其他收入方面进行的努力。同时，为进一步分析税改与非税收入的关系，本文
利用截面数据估计了２００３年农业税收入与２００７年非税收入中行政事业性收费
（ａｄｍｆｅｅ）的相关性，并利用专项收入 （ｓｐｅｒｅｖ）与２００３年的增值税进行了安慰
剂检验。
表４展示了税改对政府收入的影响，第 （１）列和第 （２）列分别为包括一
般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的总转移支付以及农业税与总转移支付之和的估计
结果。从中可知，每取消一万元农业税，能够带来５　０３６元的总转移支付增长，
但仍然无法弥补４　９６４元的收入缺口。而且第 （３）列中税收收入在预算收入中
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表明政府需要利用非税收入获得额外收入，以弥
补税收收入的下降。在非税收入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是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
乡村地区，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又是其中一项重要收入来源。第 （４）列中，农
业税与税改后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显著正相关，每取消万元农业税可能带来１　６１０
元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增加。而农业税与专项收入无显著关系，且增值税与行政
事业性收费显著负相关，表明取消农业税主要影响了非税收入中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且未捕获增值税的影响。
表４　农业税改革对政府收入的影响
ｔｏｔｔｒａ　 ａｇｒｔａｘ＋ｔｏｔｔｒａ　 ｔａｘｓｈａ　 ａｄｍｆｅｅ　 ｓｐｅｒｅｖ　 ａｄｍｆｅ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
ａｇｒｔａｘ
０．５０３６＊＊＊ －０．４９６４＊＊＊ －０．０６５７＊＊＊ ０．１６１０＊＊ －０．１４４０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７４３） （０．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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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ｔｏｔｔｒａ　 ａｇｒｔａｘ＋ｔｏｔｔｒａ　 ｔａｘｓｈａ　 ａｄｍｆｅｅ　 ｓｐｅｒｅｖ　 ａｄｍｆｅ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ｖａｔ －０．２８４０＊＊＊
（０．１０２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１　５９５　 １　５９５　 １　６４８
组内Ｒ２／Ｒ２　 ０．６３３　 ０．４０１　 ０．０５２　 ０．２１１　 ０．１８７　 ０．２４４
　　注：第 （１）— （３）列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总人口性 别 比、户 均
人口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农业产值、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第 （４）— （６）列
括号内为省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ＧＤＰ；＊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税改对生育率的影响
税改对地方财政的压力最终会转嫁到地方居民身上，由于缺乏县级超生
处罚力度数据，因此本文采用六个变量来分析财政压力对居民生育行为造成
的可 能 影 响，分 别 为：０—４岁 人 口 数 量 （ｐｏｐｕ０＿４）、０—４岁 人 口 比 重
（ｐｏｐｕｓ０＿４）、０—４岁 人 口 与 育 龄 妇 女 人 口 比 例 （ｐｏｐｕｓ０＿４＿１）、生 育 率
（ｂｉｒｔｈｒａｔ）、育 龄 妇 女 活 产 子 女 数 量 （ｌｉｖｂｉｒ）以 及 平 均 成 活 子 女 数 量
（ｌｉｖｃｈｉｌｄ）６ 等。由于地方政府加大对超生的处罚力度，因而税改冲击对上述变
量应当均为负向影响。
从表５估计结果可知，农业税取消对居民生育行为的确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这一结果与本文在理论模型中得到的结果相一致：当家庭面临提高了的
生育成本时，更倾向于降低生育数量，同时进行性别选择。那么，地 方 居 民
在进行性别选择时，是否如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指出的那样通过人工流产的
方式进行呢？本文将继续利用省级计划生育手术中的人工流产手术以及其他
节育手术的数据进行相关讨论，即以２００３年农业税收入与各年度虚拟变量交
叉项对人工流产手术 （ａｂｏｒ）以及其他计生手术 （ｏｔｈｃｏｎ）的影响，来捕获农
业税改革对性别选择与节育行为的处理效应，具体估计方程为：
ｌｎａｂｏｒ＝α＋∑
ｔ∈Ｔ
βｔ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ｔ＋∑
ｔ∈Ｔ
γｔｙｅａｒｔ＋θＺ＋ρｉ＋εｉｔ， （５）
６ 活产子女数与存活子女数的主要差别在于参考时点不同：前者的参考时点是妇女的生育时间，指育
龄妇女曾经生育过的活产儿的数量，后者的参考时点是调查时间，指育龄妇女现在拥有的存活孩子数。
请参阅宋健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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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农业税改革对性别比的影响途径
ｐｏｐｕ０＿４ ｐｏｐｕｓ０＿４ ｐｏｐｕｓ０＿４＿１ ｂｉｒｔｈｒａｔ　 ｌｉｖｂｉｒ　 ｌｉｖｃｈｉｌ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 －０．００８８＊＊＊ －０．６２９０＊＊＊ －０．０２２１＊＊＊ －２．０３９＊＊＊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４９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１６３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４３７） （０．０１３６） （０．０１０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３　８５２
组内Ｒ２　 ０．０９２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１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总人口性别比、户均人口数、少 数 民 族
人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农业产值、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式 （５）中，ｙｅａｒｔ为年度虚 拟 变 量，Ｔ 包 括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但 剔 除 了 作
为对照组的２００４年，本文主要关注年度虚拟变量与２００３年农业税交 叉 项 对
人工流产与节育手术的 估 计 参 数。在 表６中，第 （１）列、第 （３）列 分 别 为
人工流产对数值及人均值 的 估 计 参 数，第 （２）列、第 （４）列 分 别 为 其 他 计
生手术对数值与人均值的估计值。由结果可知，交叉项的估计结果在２００５年
之前大多不显著，而后显著增大，表明农业税冲击显著促进了省级人工流产
与其他计生手术的增长。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改变了生育行为，超生变得更加
谨慎，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可能通过人工流产的方式实施性别选择，税改对这
两个方面的节育行为均有显著影响。
表６　农业税改革与计划生育手术
ｌｎａｂｏｒ　 ｌｎｏｔｈｃｏｎ　 ｐｃａｂｏｒ　 ｐｃｏｔｈｃｏｎ
（１） （２） （３） （４）
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２６１０　 ０．４０４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３） （０．３９５０） （０．４２２０）
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２００３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３８７０　 ０．５３１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３９４０） （０．４２００）
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２００５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１３＊＊ ０．９１１０＊＊ ０．９７７０＊＊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４） （０．４０３０） （０．４３００）
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１１４＊＊ ０．７５５０＊ ０．９２９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４） （０．４０５０） （０．４３２０）
ａｇｒｔａｘ×ｙｅａｒ２００７　 ０．０１０９＊＊ ０．０１２７＊＊＊ ０．８８９０＊＊ ０．９８４０＊＊
（０．００４３） （０．００４５） （０．４１６０） （０．４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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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ｌｎａｂｏｒ　 ｌｎｏｔｈｃｏｎ　 ｐｃａｂｏｒ　 ｐｃｏｔｈｃｏｎ
（１） （２） （３） （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省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２１７
组内Ｒ２　 ０．２５６　 ０．１４５　 ０．１４６　 ０．１３７
　　注：括 号 内 为 标 准 误；控 制 变 量 包 括 省 级 人 口、性 别 比 与 财 政 收 入；＊ｐ＜０．１，＊＊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三）竞争性解释：收入、教育、离婚与公共政策
除了上述影响途径外，还有其他的可能途径影响着男女性别比，包 括 男
性收入、女性教育、离婚以及公共政策途径等。首先，由于男性在农 业 生 产
上具有比较 优 势，因 而 当 农 业 税 改 革 减 轻 农 民 负 担 且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收 入 时
（徐翠萍等，２００９），将进一步提高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而提高男女性别
比。为此，本文通过考察税改对农业生产的相对收入 （ｆｉｒｇｄｐｓｈａ）以 及 农 业
就业比重 （ｆｉｒｅｍｐｓｈａ）的影响，来评估这种途径存在的基础。其 次，女 性 受
教育程度也可能会 影 响 生 育 率。由 于 较 高 的 教 育 程 度 意 味 着 生 育 年 限 的 推
迟以及较 高 的 生 育 机 会 成 本，因 而 女 性 受 教 育 程 度 越 高，其 生 育 率 越 低，
这种情况在 发 展 中 国 家 相 当 普 遍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由 此，本 文 将 通 过 考 察
税改对女性受教育年限 （ｓｃｈｙｅａｒ）以 及 女 性 文 盲 率 （ｉｌｉｔｅｒａｔｅ）来 判 断 这 一
机制是否存在。此 外，农 业 税 收 入 较 高 地 区 往 往 是 农 业 区，而 这 些 地 区 外
出打工人数随着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中国城市 化 快 速 发 展 而 出 现 骤 增，从 而 增
加了家庭分居与离婚，并最终导致生育率下降。本文将考察税改是否对离婚
率有显著影响，包括离婚数占１９岁以上人口比例 （ｄｉｖｏｒａｔｅ）与 离 婚 结 婚 比
率 （ｄｉｖｍａｒｒａｔ）。
表７中的第 （１）列、第 （２）列 分 别 显 示 了 农 业 收 入 比 重 与 就 业 比 重 的
回归结果，可知 税 改 对 收 入 比 重 影 响 不 显 著，对 就 业 比 重 的 影 响 显 著 为 负，
表明尽管农业收入有所增加，但与其他行业收入相比，增长并不显著。第 （３）
列、第 （４）列分别为女性教育年限与文盲率，可知税改显著降低了女性教育
年限而提高了文盲率，表明教 育 途 径 并 不 存 在。第 （５）列、第 （６）列 分 别
为离婚率与离婚 结 婚 比 率 的 估 计 结 果，可 知 税 改 对 离 婚 影 响 要 么 显 著 为 负，
要么并不显著，说明也可排除这一影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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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收入、教育与离婚途径的影响
农业收入 女性教育 离婚
ｆｉｒｇｄｐｓｈａ　 ｆｉｒｅｍｐｓｈａ　 ｓｃｈｙｅａｒ　 ｉｌｉｔｅｒａｔｅ　 ｄｉｖｏｒａｔｅ　 ｄｉｖｍａｒｒａ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ｏｓｔ×ａｇｒｔａｘ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３０９＊＊ －０．２６００＊＊＊ ５．１９０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４２８）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３５８） （０．７１２０） （０．１３５０） （０．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８１２　 ３　８１８　 ３　８１８　 ３　８１８　 ３　６０６　 ３　６０６
组内Ｒ２　 ０．００８　 ０．５６６　 ０．８３０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３　 ０．２９４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人口、ＧＤＰ、总人口性 别 比、户 均 人 口
数、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人口密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除了上述可能的影响途径外，公共政策的变化也可能对性别比失衡有所
作用。一个政策是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实施的 “关爱女孩行动”，从各省中选择
了２４个试点县、市、区，采取如教育、社保、税收等一系列鼓励生育女孩的
扶持政策，以平衡试点地区严重 的 性 别 比 失 衡 情 况。相 关 研 究 表 明 （范 子 英
和顾晓敏，２０１７），这些政策对于平衡性别比有显著作用，而且也有可能恰好
捕获了税改的影响。本文将采取两种方法：一是从样本中删除试点地区；二
是设置试点地区虚拟变量，利用ＤＤＤ估计观察其对农业税的性别效应的边际
影响。另一个政策是农 村 中 小 学 的 “撤 点 并 校”改 革，可 能 提 高 教 育 成 本，
从而加剧性别比失衡。由于缺乏县级地区中小学数量数据，本文采用２０００年
和２０１０年中小学在校生占学龄人口比重 （ｅｄｕｓｈａ）表示撤点并校的影响。
表８显示了公共政策途径的可能影响，其中第 （１）列、第 （２）列为关
爱女孩行动的估计结果。从中可知，在剔除试点县市样本之后，税改变量仍
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加入试点县市进行ＤＤＤ估计的结果也呈现显著的正向作
用，表明税改在试点县市获得强化，进一步提高了男女性别比。第 （３）列、
第 （４）列为撤点并校改革的估计结果，其中农业税收入的确与农村中小学生
比重显著负相关，表明税改可能捕获了教育改革的影响。不过，当我们将税
改、教育与生育率变量同时放入模型进行估计时，教育变量的系数变得不再
显著，表明生育率在其中的作用更为明显。由此可见，无论是收入、教 育 及
离婚途径，还是公共政策途径，均无法取代生育途径的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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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公共政策途径的影响
关爱女孩行动 撤点并校
ｓｅｘｒ０＿４ ｓｅｘｒ０＿４ ｅｄｕｓｈａ　 ｓｅｘｒ０＿４
（１） （２） （３） （４）
ｐｏｓｔ×ａｇｒｔａｘ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２１２＊＊ －０．３９８２＊＊＊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０９１）
ａｇｒｔａｘ×ｐｏｓｔ×ｃａｒｅｃｏｕｎｔｙ　 ０．１８６０＊＊
（０．０７２４）
ｅｄｕｓｈａ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７）
ｂｉｒｔｈｒａｔ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３　５７４　 ３　６０７　 ３　７８８　 ３　７８８
组内Ｒ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４　 ０．６０７　 ０．０６３
　　注：括号内为县级聚类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为县级地区总人口性别比、户均人口数、少 数 民 族
人口比例、非农村人口比例、农业产值、人均ＧＤＰ、人口密度；＊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六、结　　论
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２００５年的取消农业税改革，通过影响
地方政府的财力而改变其行为模式，并最终传导至地方居民，改变了居民家
庭的生育行为：降低了生育率，增加了性别选择，并在重男轻女的背景下导
致男女性别比进一步失衡。这间接验证了聂辉华 （２００６）的结论，即当乡村
政府能够通过替代性方式增收时，税改可能会造成其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本
文对上述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以５—９岁人口性别比作为观察
对象的共同趋势检验，以市辖区作为考察样本的证伪检验，以及利用增值税
进行的安慰剂检验，估计结果均不显著。而且，我们还利用５—９岁人口进行
替代性控制组检验，构建了农业税冲击变量进行分析，并考察了人口漏报瞒
报造成的影响，结果均证实了前述结论的稳健性。
在机制分析中，本文重点考察了税改后逆向冲击对政府收入、生 育 控 制
以及性别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转移支付无法弥补税改对地方政府造
成的收入冲击，因而后者寻求在税内与非税收入两方面予以补偿。从非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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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角度看，取消前的农业税与税改后包括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在内的行政事
业性收费显著正相关，表明该项收费可能是地方政府缓解税改冲击的一项重
要来源。不仅如此，本文还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税改对人工流产与节育手术
的影响，发现性别选择与生育控制可能同时存在。而且，本文还考察了税改
对生育率、育龄妇女活产子女数量与成活子女数量等生育指标的影响，发现
生育数量均出现显著下降，印证了居民家庭可能确实通过生育控制降低了子
女数量。最后，我 们 还 对 可 能 存 在 的 影 响 途 径，包 括 男 性 收 入、女 性 教 育、
离婚与公共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这些途径均不足以影响
前述机制的稳健性。
取消农业税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对于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 业 与 农
村经济活力、维护社会稳定均有重要作用。但是，此次改革更重要的后果是
重构了乡镇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的汲取能力大幅弱化，
日益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出现 “悬浮化”的趋势 （周飞舟，２００６）。这
一趋势不仅违背建设 “服务型”政府的原则，而且可能会改变基层政府行为
模式，陷入频繁到上级政府 “跑钱”，以及从辖区居民与企业手中过度攫取的
怪圈，这显然有悖于当初实施农业税改革的初衷。理论上，税改后的乡村政
府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难题，在进一步丧失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仍然需
要承担必要的支 出 责 任。由 于 税 改 实 质 上 将 改 革 成 本 由 农 民 转 嫁 给 了 基 层，
同时上级政府对基层行为缺乏监督，导致后者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在经济发
达地区，乡村以转让集体土地为生财之道，而在那些欠发达地区则只能着眼
于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等传统收费项目，从而难免逐渐陷入 “黄宗 羲 定 律”７
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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